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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户作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药使用的重要决策者，分析农户农药使用特征并揭示其影响因素，对有
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维护耕地生产地力、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江西省２０２８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不
同类型农户农药使用的特征差异，运用二元回归模型定量揭示不同类型农户农药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类

型农户农药使用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农户农药使用认知特征、农药使用变化特征、农药种类选择依据特征以及确定农

药使用量依据特征等方面；纯粹务农人数是影响纯农户、Ⅰ兼户、Ⅱ兼户３类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共同原因；此外，不
同类型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其中影响纯农户的因素有人均年收入、承包地面积、人均承包地面积；

影响Ⅰ兼户的因素包括年龄、人均年收入、农业收入、承包地面积；影响Ⅱ兼户的因素有家庭劳动力人口、农业收入、人
均承包地面积、负面影响、土壤污染认知；影响非农户的因素有家庭劳动力人口、负面影响、基本认知和土壤污染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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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期的农户兼业化现象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１］。随着兼业化程度的深入，农户生计策略由

传统的农业逐渐向兼业、非农业方式转变。农户作为农村地

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２］，其生计策

略的变化对农户行为如对土地利用行为会产生强烈的影

响［３］，农药的使用则是农户行为的重要表现之一，不同类型

农户因生计差异直接影响农药使用的决策行为。农药在提高

农业生产水平、保证粮食丰收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４］，但农药的高毒、污染属性对土地地力维护、农

产品安全、人体健康存有威胁。据统计，我国农药用量从

１９９０年的７．６６ｋｇ／ｈｍ２上涨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３．８１ｋｇ／ｈｍ２，是同
期发达国家平均用量（７ｋｇ／ｈｍ２）的２倍［５］，因使用有毒、有害

物质超标的农产品引发的人群中毒事件也时有发生［６］，２０１５
年农业部下发《到２０２０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提
出了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达到４０％以上、力争实现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的行动目标。关于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研究，国

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一是农户农药使用现状研究。有研究表明，滥用或过量施

用农药等不合理行为依旧存在，这不仅给农产品质量带来安

全隐患，还危害到农业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７］。二是农户农

药使用认知与意愿研究。Ｎｏｒｓｅ认为，农户农药使用认知的缺
乏是造成农药使用不当的主要因素，大多数农户使用农药以

熟人或经销商推荐为依据，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缺乏安全意

识［８］。三是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众多研究表

明，影响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包括农户的主体特征、认知水平、

行为态度以及种植特征、自然环境和政策措施等［９－１５］。然

而，现有研究多将农户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行为，缺少微观层

面的研究，将不同类型农户兼业行为与农药使用行为相结合

进行探讨，江西省是农业生产大省，本试验选取江西省作为研

究区域对２０２８户农户进行调查，在农户类型划分的基础上
对比研究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农药使用特征差异，并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农药使用的影响因素，为
制定有效的政策引导农户合理使用农药提供参考依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笔者所在课题组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江西省于都县进行了

１次为期 １周的预调查，随后对问卷内容加以修改完善。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调查人员分组前往江西省９市
１９县（市、区）９２乡（镇）１９２村（图１）开展参与式评估的问卷
调查，在村长、村主任的介绍和带领下，依据不同生计来源，对

本村农户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多为农户户主，

每户调查３０～４０ｍｉｎ，一共发放２３００份问卷，回收问卷２１１２
份，实际有效问卷为２０２８份，其中赣州市４９３份、上饶市３７３
份、吉安市２５４份、新余市１９０份、南昌市１６３份、萍乡市１５３
份、九江市１５３份、宜春市１２７份、抚州市１２２份，有效问卷率
为８８．１７％。问卷涉及农户的基本信息、选取农药类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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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农药使用量依据、使用方法以及对农药认识等相关内容，

图１为调查样点在江西省的分布图。

１．２　农户类型划分
学者对农户类型的划分标准会因研究目的不同而存在差

异，有学者从农户基本信息、耕地资源禀赋、家庭生产规模等

角度划分农户类型［１６－１７］，也有学者从农户家庭商品化率结合

生计资产划分农户类型［１８］，还有学者根据行为发生理论以及

农户与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行划分［１９］。本研究参考农户

类型划分已有成果［２０］，依据家庭生计类型与非农收入比重将

农户划分为纯农户、Ⅰ兼户、Ⅱ兼户和非农户４种类型，具体
划分标准见表１。

表１　农户类型划分标准

农户类型

划分标准

生计类型
非农收入

比重（％）

调查

户数

比重

（％）

纯农户 单一种植、养殖 ０～１０ １０５ ５．１８
Ⅰ兼户 短期务工、种养殖 １０～５０ ２１４ １０．５５
Ⅱ兼户 长期务工、种养殖 ５０～９０ ８２９ ４０．８８
非农户 单一务工 ９０～１００ ８８０ ４３．３９

１．３　研究方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是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回归分

析，是分析微观个体意愿、决策行为以及影响因素的理想模

型［２１］。农户农药使用行为是否合理（ｙ）是一个二分变量，结
果只有２种，即合理与不合理，由于国内对农药使用行为是否
合理的判断标准不统一，而样本农户仍以凭借自身经验确定

农药使用量为主，因此本研究以农户是否“按照使用说明书

的要求使用农药”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主要分为４类：
（１）家庭特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人口、纯粹务
农人数；（２）收入来源，包括家庭年均收入、人均年收入、农业
收入和非农收入；（３）资源禀赋，包括承包地面积、人均承包
地面积、地块破碎度；（４）认知水平，包括负面影响、基本认识
与土壤污染认知（表２）。

表２　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因素 因子 变量类型 变量含义及取值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特征 年龄（Ｘ１） 实际观测 被调查者年龄 ４３．６３ １３．０９
文化程度（Ｘ２） 虚拟变量 小学及以下＝０，初中＝１，高中＝２，中专及以上＝３ ０．９５ ０．９０
家庭劳动力人口（Ｘ３） 实际观测 家庭劳动力数（人） ３．４２ １．４４
纯粹务农人数（Ｘ４） 实际观测 家庭纯粹务农人口数 １．０６ １．２４

收入来源 家庭年均收入（Ｘ５） 虚拟变量 ０～１９９９９元＝０，２００００～３９９９９元＝１，４００００～５９９９９
元＝２，６万元及以上＝３

１．６６ １．０９

人均年收入（Ｘ６） 实际观测 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 １．２２ ０．９２
农业收入（Ｘ７） 实际观测 家庭１年农业总收入 １．３４ １．７６
非农收入（Ｘ８） 实际观测 家庭１年非农总收入 ４．０８ ３．７３

资源禀赋 承包地面积（Ｘ９） 实际观测 每户承包地总面积 ４．７０ ４．８０
人均承包地面积（Ｘ１０） 实际观测 承包地面积／家庭人口数 １．０４ １．０２
地块破碎度（Ｘ１１） 实际观测 地块数／承包地面积 １．５８ ２．５６

认知水平 负面影响（Ｘ１２） 虚拟变量 了解过量使用农药的负面影响＝１，不了解＝０ ０．６７ ０．４７
基本认知（Ｘ１３） 虚拟变量 认为农药施用越多越好＝１，不认为＝０ ０．０６ ０．２４
土壤污染认知（Ｘ１４） 虚拟变量 认为农药过量使用会污染土壤＝１，不认为＝０ ０．５８ ０．４９

　　用Ｘｉ表示自变量，ｐ表示农户合理使用农药的概率，则
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具体表现形式为：

ｐ＝ ｅｆ（ｘ）

１＋ｅｆ（ｘ）
； （１）

１－ｐ＝ １
１＋ｅｆ（ｘ）

。 （２）

　　由此可得出农户合理使用农药行为的机会比率为：
ｐ
１－ｐ＝ｅ

ｆ（ｘ）。 （３）

将（３）转化成线性方程式得：

ｙ＝ｌｎ ｐ
１－[ ]ｐ＝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１２Ｘ１２＋μ。 （４）

其中：β０为回归截距；Ｘ１、Ｘ２、…、Ｘ１２是上文提及的有关自变
量；β１、β２、…、β１２为相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μ为随机干扰项。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农户特征
在２０２８户样本农户中，Ⅰ、Ⅱ兼户占总数的５１４３％，非

农户占总数的４３．３９％，为调查区主要农户类型，表明农户兼
业已成为江西省普遍现象。不同类型农户的基本特征体现在

家庭人口、家庭劳动力、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来源等方面

（表３）。（１）家庭人口与劳动力。４种类型农户家庭人口数
呈现由Ⅰ兼户—Ⅱ兼户—非农户—纯农户递减的规律，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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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劳动力最少，只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活动；Ⅰ兼户、Ⅱ兼户
既从事农业活动，也兼顾非农业活动；非农户与Ⅱ兼户在劳动
力人数上表现一致，但非农户劳动力比重大于Ⅱ兼户。（２）
户主年龄与文化程度。与Ⅱ兼户、非农户相比，纯农户、Ⅰ兼
户老龄化显现突出，７０岁以上人数比重分别高达 ４．７６％、
１８７％；４种类型农户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小学及初中文化水
平人数比重均超过７０％，非农户小学文化水平比重最低，中
专及以上比重最高。（３）家庭收入来源。农户家庭年均收
入、非农收入随着农户就业向非农转移，呈现出由纯农户到非

农户逐渐递增的规律，农业收入则呈现逐渐递减趋势，说明农

户兼业是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纯农户家庭规模小，老龄化

突出，劳动能力低，主要依靠种植、养殖获取效益低下的收入；

Ⅰ兼户家庭收入仍以农业收入为主，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比
值接近３∶１，而Ⅱ兼户则与Ⅰ兼户相反；非农户以非农收入
为主，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９５．５３％；纯农户与Ⅰ兼户人
均年收入低于江西省 ２０１４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０１１７元［２２］，Ⅱ兼户、非农户则高于这一标准。

表３　不同类型农户基本特征

农户类型

家庭人

口数

（人）

家庭劳

动力数

（人）

年龄比重（％） 文化程度比重（％） 收入（万元）

＜３０岁 ３０～
４９岁

５０～
７０岁 ＞７０岁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及

以上

家庭年

均收入

人均年

收入

农业

收入

非农

收入

纯农户 ４．４９ ３．４２ １９．０５ ４５．７１ ３０．４８ ４．７６ ５５．２４ ２２．８６ １８．１０ ３．８１ ４．３１ ０．９６ ４．２８ ０．０３
Ⅰ兼户 ４．９２ ３．５１ １５．８９ ５０．４７ ３１．７８ １．８７ ３９．２５ ４１．１２ １４．６８ ４．９４ ４．６２ ０．９４ ３．４４ １．１８
Ⅱ兼户 ４．８０ ３．４３ １６．４１ ４８．３７ ３３．７８ １．４５ ３７．８８ ４２．９４ １３．６３ ５．５５ ５．３６ １．１７ １．５７ ３．７９
非农户 ４．５７ ３．４３ １７．２４ ４８．７５ ３２．７８ １．２３ ３０．８０ ４２．０５ １７．１６ １０．００ ５．８２ １．２７ ０．２６ ５．５６

２．２　农户农药使用特征
２．２．１　农户农药使用认知及变化特征　不同类型农户农药
使用认知与变化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农户是否认

为农药使用越多越好、农户在农药对生态影响的态度、农药种

类变化以及农药使用量的变化等方面。４种类型农户否认农
药使用越多越好的比重均超过 ８０％，呈现由纯农户—Ⅰ兼
户—Ⅱ兼户—非农户依次递增规律；认为农药对生态存在不
利影响的人数也占绝大多数，非农户所占比重最高，为

６７１６％，纯农户最低，但也占５９．０５％（表４），说明江西省大
部分农户能够认识到农药使用并非越多越好，能正确认识农

药对生态的负面影响；纯农户、Ⅰ兼户文化水平偏低，小学文
化水平所占比重分别高达５５．２４％、３９．２５％，对自身行为认
识不足，容易错误认为农药使用越多越好，其中纯农户家庭年

均收入最低，主要以农业收入维持生计，对农药的依赖程度最

高；Ⅱ兼户与非农户较纯农户、Ⅰ兼户文化水平总体较高，经
济收入又主要来源于常年外出务工或养殖，对种植所需农药

接触少，能够意识到适量的农药使用利于生态维护。不同类

型农户在农药对生态影响的态度与农户回答是否认为农药使

用越多越好相对应。

表４　农户农药使用认识的特征

农户类型
认为农药使用是否越多越好的人数 认为农药对生态是否不利的人数

是 否 是 否

纯农户 １６（１５．２４％） ８９（８４．７６％） ６２（５９．０５％） ４３（４０．９５％）
Ⅰ兼户 １３（６．０７％） ２０１（９３．９３％） １２９（６０．２８％） ８５（３９．７２％）
Ⅱ兼户 ４９（５．９１％） ７８０（９４．０９％） ５３７（６４．７８％） ２９２（３５．２２％）
非农户 ４９（５．５７％） ８３１（９４．４３％） ５９１（６７．１６％） ２８９（３２．８４％）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各类型所占比重。下同。

　　表５表明，４种类型农户农药种类多为偶尔更换使用，农
药使用量变化不大，与往年相比基本不变，近年来农药对消除

病虫害的作用在减弱，农药价格却在提高，为维持农作物产

量，农户已逐步放弃原有的增加农药用量的生产方式，转而加

快变更农药的种类以实现去害增产的目的。纯农户经常更换

或从来不换的比重均最大，分别占到３９．０５％和１８．１０％，前
者是由于纯农户对药效信心不足，缺乏专业指导，后者因为纯

农户年龄普遍偏大，难以改变往年的用药习惯，容易造成经常

换或从来不换２种极端行为；Ⅰ兼户、Ⅱ兼户农药使用量更多
的比重明显大于其他２种类型农户，Ⅰ兼户、Ⅱ兼户既要外出
务工，又要兼顾家庭种植、养殖业，在有限精力下，农药使用多

采取增加用量的粗放方式以维持农业生产效益；非农户的农

药种类及使用量变化与整体特征表现相似。

表５　农户农药使用变化特征

农户类型
不同农药种类变化的人数 不同农药使用量的人数

经常换 偶尔换 从来不换 差不多 更多 更少

纯农户 ４１（３９．０５％） ４５（４２．８６％） １９（１８．１０％） ６２（５９．０５％） ２６（２４．７６％） １７（１６．１９％）
Ⅰ兼户 ５５（２５．７０％） １２７（５９．３５％） ３２（１４．９５％） １０８（５０．４７％） ７４（３４．５８％） ３２（１４．９５％）
Ⅱ兼户 ２０８（２５．０９％） ５０８（６１．２０％） １１３（１３．６０％） ４６９（５６．５７％） ２５２（３０．３６％） １０８（１３．０７％）
非农户 ２５７（２９．２０％） ５２５（５９．６６％） ９８（１１．１４％） ５１２（５８．１８％） ２５０（２８．４１％） １１８（１３．４１％）

２．２．２　农户农药种类及使用量选择特征　　农户农药种类
及使用量选择特征表现在农药种类选择依据、确定农药使用

量依据２个方面（表６、表７）。４种类型农户依据毒性强但病
虫害防治效果好选择农药种类比重均超过 ５０％，非农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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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Ⅱ兼户次之，说明农户在选择农药时考虑的仍以农药药效
为主，对农药价格、农药的清洁环保关注度较低；纯农户家庭

年均收入仅为４．３１万元，是４种类型农户最低收入家庭，为
降低农药成本，纯农户考虑价格因素比其他３类农户家庭更
显著；Ⅰ兼户、Ⅱ兼户和非农户均有外出务工经历，知识面更
广，环保意识强于纯农户，依据低毒低残留选择农药种类的比

重明显高于纯农户；从农户确定农药使用量依据来看，选择凭

借自己经验确定农药用量的比重最高，选择跟随别人用药的

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反映了当前农户用药主观性强，农药

使用缺乏科学的技术指导，部分农户也存在用药跟风行为，这

对耕地地力的持续利用、农田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潜在威胁。

Ⅰ兼户用药参考技术人员指导和参阅使用说明书人数比重高
于其他类型农户，Ⅰ兼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人口最多，有

６６３６％的家庭劳动力在５０岁以下，该阶段农户须要面临赡
养老人、辅助子女成家立业的经济重担，采用诸如参考技术指

导和参阅说明书等科学的用药方法既能节约生产成本，又能

为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农业收入提供可靠保障。

表６　农户选择农药种类依据

农户类型

对农药不同认识的人数

毒性强但病虫害

防治效果好
价格低廉 低毒低残留

纯农户 ５３（５０．４８％） ３３（３１．４３％） １９（１８．１０％）
Ⅰ兼户 １０３（５０．１３％） ４１（１９．１６％） ７０（３０．７１％）
Ⅱ兼户 ４４４（５３．５６％） １５６（１８．８０％） ２２９（２７．５６％）
非农户 ４８６（５５．２３％） １５４（１７．５０％） ２４０（２７．２７％）

表７　农户确定农药使用量的依据

农户类型
确定农药使用量不同方法的人数

凭自己的经验 跟随别人用药 农药价格 技术人员的指导 参阅使用说明书

纯农户 ４６（４３．８１％） ２４（２２．８６％） ６（５．７１％） １６（１５．２４％） １３（１２．３８％）
Ⅰ兼户 ６６（３０．８４％） ２８（１３．０８％） １６（７．４８％） ５０（２３．３６％） ５４（２５．２３％）
Ⅱ兼户 ３３４（４０．２９％） １３１（１５．７８％） ５０（６．０２５） １２３（１４．７８％） １９１（２２．９３％）
非农户 ４１８（４７．５０％） １１１（１２．６１％） ４７（５．３４％） １３０（１４．７７％） １７４（１９．７７５）

２．３　农户合理使用农药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每种类型农户分别建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计量结果
如表８所示，影响纯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因素有纯粹务农人
数、人均年收入、承包地面积、人均承包地面积。纯粹务农人

数对纯农户、Ⅰ兼户和Ⅱ兼户均表现为负面影响，以上３种类
型农户均有不同程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家庭纯粹务农人数

与农药使用人数同向增加，不合理使用农药的可能性加大。

纯农户收入来源于单一的种植业、养殖业，以种植收入为主，

纯农户存在恋土情节，对承包地有较强的生计需求，承包更多

的土地是增加人均年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为维持农业生计

来源，农户合理使用农药的积极性增加。Ⅰ兼户农药使用行
为的影响因素为年龄、纯粹务农人数、人均年收入、农业收入、

承包地面积。Ⅰ兼户家庭年龄整体偏大，文化水平不高，在对
农药认识、农药选择以及使用习惯等方面存有偏差或不足，从

而导致农药使用决策不尽合理。Ⅰ兼户虽然有短期的务工经
历，但大部分时间仍是从事农业活动，随着农业收入的增加，

Ⅰ兼农户越倾向于对耕地追加农药、化肥等生产要素投入，以
期获得更稳定的农业收入来源。Ⅰ兼户、纯农户在人均年收

入、承包地面积２个变量与农药使用行为均正向相关，其原因
与纯农户类似。Ⅱ兼户农药使用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劳动力人
口、纯粹务农人数、农业收入、人均承包地面积、负面影响和土

壤污染认知。Ⅱ兼户与非农户家庭劳动力人口均值十分接
近，这２类农户家庭承包地多有流转，家庭劳动力大部分时间
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关注度小，少量的农药使用行为更为粗

放；农业收入对Ⅰ兼户有正向影响，但对Ⅱ兼户影响为负，Ⅱ
兼户农业收入比重不高，但出于未来养老对土地保障功能的

依赖，随着农业收入和人均承包地面积的增加，保护耕地质量

的愿望也增强，农药的使用趋于合理。非农户农药使用行为

影响因素有家庭劳动力人口、负面影响、基本认知和土壤污染

认知。非农户在农药使用上已经不考虑收入来源与资源禀

赋，主要受认知水平影响；与纯农户、Ⅰ兼户相比，非农户、Ⅱ
兼户年龄结构均衡，文化水平提高，较长时间的外出经历也使

其眼界开拓，对科学技术、方法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增强，能够

正确认识农药过量使用的负面影响，农药对土壤的污染以及

否认农药使用越多越好，从而引导农户合理使用农药。

表８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参数的回归结果

农户

类型

家庭特征的回归系数 不同来源收入的回归系数 资源禀赋的回归系数 认知水平的回归系数

年龄

（Ｘ１）

文化

程度

（Ｘ２）

家庭劳

动力人

口（Ｘ３）

纯粹务

农人数

（Ｘ４）

家庭年

均收入

（Ｘ５）

人均年

收入

（Ｘ６）

农业

收入

（Ｘ７）

非农

收入

（Ｘ８）

承包地

面积

（Ｘ９）

人均承

包地面

积（Ｘ１０）

地块破

碎度

（Ｘ１１）

负面

影响

（Ｘ１２）

基本

认知

（Ｘ１３）

土壤污

染认知

（Ｘ１４）

纯农户 ０．０３２ ０．１５８ －０．４０３　　－０．８６４ １．５９４ ３．６７７ －１．３３７　　 １．０６２ １．８８０ －７．４５１ －０．２８０ －１．１８８　 －２０．９８１ １．１０５
Ⅰ兼户 －０．０３９－０．２２９ －０．１４３ －０．６８５ ０．５２４ １．８８７ －０．７１９ －０．０３２ ０．３０６ －０．９５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８ －２０．２３６－０．０３２
Ⅱ兼户 －０．００８ ０．１１９ －０．１５２ －０．２０８ ０．２２９ －０．３８８ ０．２５１ ０．００７－０．０５４ ０．５１０ －０．１１３ ０．８１８ －０．４８０ ０．６３４

非农户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７ －０．２４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５００ －１．１７５ ０．４７０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结论
从农户对农药使用认知及变化特征看，大部分农户能够

认识到农药使用并非越多越好以及农药对生态会存有不利影

响，并呈现由纯农户向非农户逐渐递增的规律；不同类型农户

农药种类多为偶尔更换使用，纯农户经常更换农药种类比重

最大，非农户从来不换农药种类比重最小；农药使用量与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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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变化小，Ⅰ兼户农药增加用量比重最大，Ⅱ兼户农药减少
用量比重最小。从农户农药种类及使用量选择依据特征来

看，４种类型农户主要依据毒性强但病虫害防治效果好选择
农药种类，纯农户依据价格低廉选择农药比重最高；选择低毒

低残留为依据比重最低；农户确定农药使用量主要凭自身经

验为主，存在跟风行为，采用科学方法定量使用农药还须推广

普及。

影响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因素有年龄、家庭劳动力人口、

纯粹务农人数、人均年收入、农业收入、承包地面积、人均承包

地面积、负面影响、基本认识以及土壤污染认知；纯粹务农人

数是影响纯农户、Ⅰ兼户、Ⅱ兼户３类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共同
的原因；此外，不同类型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也存在差

异，影响纯农户的因素有人均年收入、承包地面积、人均承包

地面积；影响Ⅰ兼户的因素为年龄、人均年收入、农业收入、承
包地面积；影响Ⅱ兼户的因素有家庭劳动力人口、农业收入、
人均承包地面积、负面影响、土壤污染认知；影响非农户的因

素有家庭劳动力人口、负面影响、基本认知和土壤污染认知。

３．２　讨论
本研究较详细地反映了江西省不同类型农户农药使用行

为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这为完善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研究

提供了参考案例支持，但所构建的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

素指标体系还须综合考虑自然气候、区位、政策等因素；另外，

本研究结合江西省样本农户农药使用仍凭借自身经验确定农

药使用量的事实，以农户是否“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使用

农药”作为被解释变量，但如何界定农户农药使用行为是否

合理仍须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根据不同类型农户农药使用特征差异及影响因

素，为制定相应政策引导农药合理使用，为有效维护耕地地

力，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就不同类型农户提出以下

建议：（１）对纯农户而言，一是采取多元化途径加强农药使用
安全知识、技术宣传与推广，改变农药跟风使用习惯，运用科

学技术指导逐步重视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引导农户合理变

更农药种类；二是加强农户农技培训，使其有能力进行规模经

营，增加家庭收入。（２）对Ⅰ兼户、Ⅱ兼户而言，则须要释放
家庭劳动力，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为农户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

机会，提高非农就业率［２３］，减少纯粹务农人数，增加非农收入

比重，逐渐摆脱对土地的依赖。（３）对非农户而言，常年外出
务工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来源，因此可以鼓励非农户自愿流

转农用地经营权，引导农户合法有序流转土地，逐渐放弃农业

活动，进而从根本上减少农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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